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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２０１１年首都高校生发展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北京高校学生

的分层现状，并讨论了１９９９年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入学和就业分层的影响，

发现这一轮扩张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而非再生产。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有更大概率进入具有更好教育质量的

精英院校，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一时期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家庭的社会阶

层背景对子女教育分层的影响在中学阶段更加明显；家庭背景对专业选择没有

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后，教育质量与学生选

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和工作起薪显著正相关。如果高等教育扩张降低了

教育质量，就可能削弱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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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高等教育学生分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真的有助于
向上社会流动吗？（Ｚｈｏｕ，２００４；钱民辉，２００４；刘精明，２００５；吴晓刚，

２００９）。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预示着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研究表
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
步加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不断上升（李春玲，

２００３；杨东平，２００６；吴愈晓，２０１３ａ）。李路路（２００２）认为，无论在改
革前，还是在改革后，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的结构关系存在一定流动
性，但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这种流动性。

·４９１·

社会·２０１５·３



对于高校的学生分层，有一类研究集中讨论了入学机会的影响因
素，比如，郭丛斌和闵维方（２００６）的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
本占有量居前列的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接受的主要是高等教育，而文
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子女主要接受

初、中等教育。尽管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机会分配仍然以高考为主要
手段（以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基础），但也有研究发现，目前这种机会分配
已经不再是单纯以能力为基础的公平分配，来自优势社会阶层家庭的
子女和来自弱势社会阶层家庭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尤其是精英院校）的
入学和专业入读上存在机会不均等的情况，“社会分层导致的教育差异
依然存在于实施严格选拔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丁小浩，２００６；侯龙龙
等，２００８；李春玲，２０１０）。
另一类研究讨论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所受教育不匹配的问题。他

们认为，在市场转型初期，社会向人们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出
现了精英循环与再生产共存的局面，教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
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更多人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但社会优势阶层
在工作上仍然会对弱势阶层进行排斥（洪岩壁、钱民辉，２００８）。
上述两类研究将高校内部看做“黑箱”，只研究了学生进入高校和

从高校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现象，那么，学生通过高等教育的
人力资本获得（人力资本理论）或者信号获得（信号与筛选理论）对于学
生分层或者新一轮的社会分层有影响吗？现有文献并没有很好地回答

这个问题。倪志伟（Ｎｅｅ，１９８９）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随着改革
的推进，人力资本回报提升和政治资本回报下降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实
证研究的证实。布劳和邓肯（Ｂｌａｕ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７）的“地位获得模
型”虽然提到社会分层随工业化发展而变化，教育对流动的影响也会越
来越大，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依然显著。
另外一些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教育分层的影响并不稳定。塞

姆库斯和艾多卡（Ｓｉｍｋｕ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ｏｒｋａ，１９８２）发现，在匈牙利１９２３—

１９７３年的社会转型的早期，家庭背景的影响实际上是下降的，后期
则比较稳定。吴晓刚（２００９）总结说，一系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革
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型及教育扩张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

了升学上的更多平等，但是正如在许多其他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
样，教育分层随后又恢复到正常秩序，在这种秩序里家庭背景会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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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持续而稳定的作用”。

２０世纪以来，高等教育扩张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随之
而来的是扩张对社会阶层流动影响的争论。艾鲁姆等（Ａｒｕｍ，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总结说，一些研究认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更多的是社会阶层的分
化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优 势 阶 层 的 子 女 仍 然 进 入 了 精 英 院 校 （ｅｌｉ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而较低阶层的子女则被分流到较低层级院校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ｉｅｒ）；１另外一些研究认为，就算是被分流到低层级院校，也增强了弱
势阶层的社会流动（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１．这是符合 ＭＭＩ理论（Ｍａｘｉｍａｌ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的一种假设。参见拉夫特里和霍特
（Ｒａｆ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Ｈｏｕｔ，１９９３）的研究。

２．阎凤桥和康宁（２００４）批评新制度学派过分强调“合法性”的作用，忽视效率在大学组织结构
变化中的作用的倾向，他们的研究发现，受“党政分开”政策和学校追求效率因素的影响，一些
党群机构开始扮演制度层的角色。

由于中国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组织结
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大学的组织转型而言，其成功的标准在于
“合法性”，而非“效率”；组织结构和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对大学应该是怎
样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其教育产出的效率（Ｍ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ｗａｎ，１９７７）。２在
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扩张尽管带来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但也
可能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进而影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收益，尤其是
在社会分层视角下观察到的学生进入精英院校的收益变化。

现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描述高等教育过程对学生的职

业选择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在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的背景下，我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背
景的影响后，高等教育扩张对学生分层有影响吗？

本文利用２０１１年北京市高校学生调查的数据，讨论下面两个问
题：优势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是否具有更高进入精英大学的概率；高等
教育质量对学生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分层有什么影响。

目前，讨论这一轮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社会分层影响的文献并不
多。郭茂灿、吴晓刚（Ｇｕｏ　ａｎｄ　Ｗｕ，２０１０）和李春玲（２０１０）讨论了第一
个问题，发现大学扩招并没有减少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他们的
研究都是采用社会综合调查数据，与本文相比，尽管可以涵盖上大学和
不上大学的群体，却遗漏了学生成绩这一关键变量，可能会导致对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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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变量的有偏估计。另外，本文还考察了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
教育质量变化对学生的职业分层可能的影响。
本文发现，家庭的社会分层对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具有较大影响。

鉴于高考的录取制度，这一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提高学生进入重点中学，
进而进入重点大学的概率上。我们的结论与“有效维持不平等”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１）的理论假设一致，尽
管高等教育扩张增加了入学人数和弱势阶层学生进入大学的概率，但
仍然是来自优势社会阶层的学生受益于扩张政策。其次，在控制家庭
的社会分层背景和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
化部门就业、进入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意愿、工作起薪、自主创业和基层
创业的积极态度正相关。然而，如果扩张带来了教育质量的下降，上述
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分层将会受到消极影响。

３．“１９５８年，伴随着大跃进的风潮，高等教育也出现了急躁冒进、盲目发展的势头，当时的教
育部红头文件提出要在１５年内普及高等教育，于是，一场大规模的高校扩招运动开始了。大
跃进式的扩招持续了三年，到１９６０年，中国高校招生人数已达３２．３万人，比扩招前的１９５７
年增长了３倍多。高校数量发展到１　２００多所，增幅达４６２．９％。盲目扩招的结果是高校不
堪重负。在随后而来的经济困难时期，高校招生很快跌入低谷。……１９７８年，当时全国刚刚
从十年动乱中恢复过来，各行各业人才奇缺。在对各类人才的热切期盼中，１９７７年高考恢
复，１９７８年全国高考正式举行，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多达５８０万，远远超过高校的招生计划。
扩招成为全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北京率先扩招，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跟进，造成了第二次扩
招。第二次高校扩招只持续了一年就结束了。”（成林萍，２０１０）

我们的研究讨论了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忽视“效率”而强调“合法
性”的制度变迁是否赋予高等教育更多“精英再生产”功能。高校内部组
织变革使其精英取向更加严重，导致其培养学生的功能（培养什么人和
对于不同阶层学生的培养）受到影响。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强化是否
导致高等教育的阶层自我复制力增强？高校扩招提供给更多人向上社

会流动的机会，底层学生是在拥有教育与社会地位获得的某种预期下进
入高校的，但如果高等教育“成为一种排斥下层向上流动的手段的话，在
整个市场转型过程中受益的仍然是旧体制的精英”（李路路，２００２）。

二、高等教育扩张：扩招与教育质量变化

在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曾有过三次大规模的扩招，与

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７８年的两次扩招相比，３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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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到现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３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制定的《面向２１世纪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到２０１０年，高等教育入学率接近１５％，这是中
国政府最早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政策文本。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６
日，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１９９９年
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２３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３３．７万人。４

继１９９９年扩招之后，２０００年高校继续扩招，并且规定扩招比例要向西
部地区倾斜。此后，高校扩招每年都以４０万人以上的速度递增。大学
新生从扩招前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８万人激升至２０１１年的６７５万人。图１是

１９８６—２００８年中国高校本专科学生数量和研究生数量的统计图。２０
年间，中国高校本专科生数量从不足百万增长到６００余万，研究生数量
也由数万增长到４０余万，尤其从１９９９年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开始，人数
的增长速度陡然加快。中国高等教育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大众化阶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承认了中国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的事实，并要求到２０２０年，高等教育大
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４０％。

４．参见：《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教育部关于扩大１９９９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紧急通知》［计
电（１９９９）６２号］和《教育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下达１９９９年普通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计
划的通知》［（９９）教电２４６号］。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图１：中国高等教育历年招生人数（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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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图２：中国历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中升学率（％）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由特罗（Ｔｒｏｗ，１９７３）首次提出，他根据毛入学
率的不同，将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大
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和普及高等教育阶段，其中毛入学率１５％—５０％为高
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
扩大，与量的增长相伴随的是在教育观念、教育功能、招生方式、课程设
置、行政管理等１１个维度上质的变化。图２统计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
学率，该指标从１９９０年前后的不足５％上升到２０１０年前后的２５％左右，

这是判断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重要指标。另外一个更显著
的指标是高中生升学率。在扩招之前，中国高中生升学率低于５０％，随
着１９９９年开始的扩招，这一数值开始急剧上升，并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达到
高峰，自此维持在７０％—８０％的水平上。５

５．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高中生升学率达到高峰，一方面与高校招生人数的扩张有关，另一方面也
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导致的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适龄学生数的低潮有关。

与欧美不同，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主要由精英教育阶段的
普通高校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来完成。陈汉聪（２００７）的研究发现，在高
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过程中，地方高等院校的规模显著扩大，而部属高校
和重点高校则基本上保持了原有规模，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主要任务是由大量的地方高校来承担。杨德广（２００９）则认为，中国的
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通过老学校挖潜扩大在校生规模，新建大学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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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学城，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独立学院和成人教育等途径。
图３给出了中国高校平均规模１９９２—２００８年的扩张趋势，其中，中国

高校本科生规模的上升趋势比专科院校更明显。自１９９９年高等院校的持
续扩招开始，高校规模扩大速度空前高涨。综合看来，中国本、专科院校的
发展都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上升态势，与此同时，每十万人中高等教育在校
生人数也始终处于上升趋势，高等教育大众化特征十分明显。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图３：中国历年高校平均规模（学生数）

　　在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进程中，作为精英教育系统的普
通高校面临一系列组织转型：大学的功能定位和治理体制调整，从官僚
组织到科层化知识组织调整，从理想主义的知识传播到市场化实用主
义倾向的调整等。承担了大众化任务的高校的组织转型可能对高校的
教学、科研过程和产出产生影响。潘懋元（２００３）强调，在大众化阶段，
精英教育机构不应承担大众化任务。在制订重点大学的发展战略时，
应尽可能减少已经承担的大众化任务，使精英教育机构能够集中力量
保障、提高教育质量与科研水平。陶学文（２０１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大
众化办学模式单一，办学主体仍是政府，规模扩张仅依靠扩招，由于过
于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阎凤桥等（２００６）也指出，由于中国高等教育
大众化采取了“跨越式”发展的模式，高校规模扩大的速度超过了资源
增加的速度，使得高校学生平均占有的办学资源出现下降趋势，这种发
展方式有可能对办学质量产生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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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看，生师比的不断提高可能是高等教育扩张带来“文凭缩水”
的一个重要原因。图４给出了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年全国高等院校（包括本科、高
职、高专）生师比的变动情况。随着高校扩招，进入本科院校的学生增加，
进入高职、高专的学生减少，而短时间内教师数无法有较大变动，这导致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本科院校生师比大幅度增加，而高职、高专院校迅速减少。
尽管近年来高等教育生师比有所回落，但与扩招前相比，仍处于一个比较
高的状态。生师比的提高限制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这可能是高等
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面临的一个组织转型，也是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图４：中国历年高等教育生师比（学生数／教师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了少数精英高校外，其他高校的教学过程更倾
向于向劳动力市场靠近，课程设置和教学行为更接近市场部门而非学术部
门，高等教育向“轻学术、重职业”转变，在市场部门内部，学生又更倾向于
进入占据优势资源的部门。这带来的隐忧是，由于家庭背景对学生进入劳
动力市场的影响比学生进入高校更大，如果高校的组织转型只是强化阶层
复制作用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在大众化阶段的转型反而带来了“精英再生
产”功能的衰弱。如果社会的阶层流动是畅通的，我们就不需要对这种大
学的分层过分担忧，精英学生在哪里上学都可以向上流动。真正需要警惕
是，大学的组织分层结果成为社会固化的阶层流动的一部分。

三、方法和数据

（一）研究假设和方法
针对关心的研究问题，我们提出相应的、待实证检验的假设，并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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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证估计方法。
假设１：来自优势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可能会进入精英大学。
如果假设１被证实，就说明扩招后的高等教育仍然是有利于优势

阶层的。因为数据限制，本文并不能刻画高校扩招以来的变动情况。
同时，由于大学录取主要以高考成绩为标准，我们进一步假设家庭背景
对学生进入重点高中的影响更显著，对学生的专业选择影响则较小或
者不显著。
如果我们把“９８５”院校定义为精英大学，学生的入学变量就是二元

虚拟变量（１＝“精英大学”，０＝“普通大学”），那么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
（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分析是合适的；如果更细致地考查学生在
“９８５”院校、“２１１”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之间的分布差异，则需要使用多
元Ｌｏｇｉｔ模型（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分析。基于抽样结构，
我们使用“学校＊专业＊年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６．李春玲（１９９７）认为，“市场过渡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在再分配系统之外的市场系统，它的存
在一方面松动了再分配系统的许多限制流动的制度，另一方面，它又制造了一些新的社会流
动渠道”；尤其是从收入的代际流动的角度看，“在市场系统中，教育技能资格及其他与个人能
力素质有关品质与经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较为明确”。

假设２：更好的教育质量有助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并追求
更高的工作起薪和更积极的基层工作和自主创业态度。
我们认为，选择市场化部门有助于社会的阶层流动，而工作起薪等

则体现了高等教育质量的回报。陆学艺（２００４）认为，国有部门（体制
内）和非国有部门的制度分割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方
面，体制内人员更有可能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优势位置。在市场化改革
阶段，如果更多的人仍然倾向于接近体制内职位，这将对于社会的阶层
流动无益。６我们在第二部分讨论过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可
能降低了教育质量。如果假设２成立，我们的结论则是，扩招削弱了高
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积极作用。
与检验假设２的方法类似，如果结果变量是二元虚拟变量（市场

化部门、非市场化部门），就使用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如果更细致地考察
多种结果（国企、私企、外企、政府等），则使用多元Ｌｏｇｉｔ模型。由于
无法把国内企业定义为市场化部门或非市场化部门，本文采用后一
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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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变量和描述统计
本文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

展监测项目”２０１１年的“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问卷调查。实际调查
院校６３所，其中“９８５”院校６所，“２１１”院校１６所，一般本科院校２４
所，民办本科院校（含独立学院）３所，高职高专１０所。７本文关注的重
点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的精英高校组织转型对学生分层的影响，选
取了“９８５”、“２１１”和一般本科等三类学校的样本（４６所）（见表１）。
户籍制度带来城乡和地区隔离，也是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

７．调查采取院校和院系两层抽样。根据首都高校的资料，高等院校（含８所“９８５”院校、１８所
“２１１”院校、２９所一般本科院校、６所民办本科院校和１３所高职院校）共有７４个院校级抽样
单位，这些院校作为ＰＳＵ（初级抽样单元）构成调查总体。

表１：２０１１年首都高校学生调查部分描述性统计结果
全样本

均值 标准差

一般本科

均值 标准差

“２１１”

均值 标准差

“９８５”

均值 标准差

个体变量

　男性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４９　 ０．５８　 ０．４９　 ０．５８　 ０．４９

　汉族 ０．９１　 ０．２９　 ０．９２　 ０．２８　 ０．９１　 ０．２８　 ０．８８　 ０．３２

　独生子女 ０．５９　 ０．４９　 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５６　 ０．５０　 ０．６１　 ０．４９
家庭变量

　父亲教育 １２．３３　 ３．６８　 １２．２２　 ３．４３　 １２．２８　 ３．７５　 １２．６０　 ３．９４

　母亲教育 １１．５０　 ４．０３　 １１．６３　 ３．６９　 １１．２６　 ４．２０　 １１．６９　 ４．２７

　家庭ＩＳＥＩ　 ５０．０８　 １７．４５　 ４９．６７　 １６．８８　 ４９．７６　 １７．７５　 ５１．３１　 １７．８７
　２０１０家庭
　收入对数

１０．６８　 １．０８　 １０．７０　 １．０９　 １０．６４　 １．０８　 １０．６９　 １．０４

　城市户口 ０．６７　 ０．４７　 ０．７０　 ０．４６　 ０．６５　 ０．４８　 ０．６６　 ０．４７
高中变量

　重点中学 ０．７０　 ０．４６　 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７５　 ０．４３　 ０．７９　 ０．４１

　高中排名１０％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３２　 ０．４７　 ０．５９　 ０．４９　 ０．７４　 ０．４４
大学变量

　教育质量 －０．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１０７　 ０．２５ －０．００６　 ０．２０　 ０．１８６　 ０．３４

　党员 ０．２３　 ０．４２　 ０．１９　 ０．３９　 ０．２５　 ０．４３　 ０．２７　 ０．４４

　学生干部 ０．５７　 ０．５０　 ０．５３　 ０．５０　 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５６　 ０．５０
就业去向

　继续升学 ０．７０　 ０．６７　 ０．７１　 ０．７２

　市场化部门 ０．１８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１７

　非市场化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１０　 ０．１１
观测值 ８　４５２　 ３　３１０　 ３　１９９　 １　９４３

·３０２·

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



素。从学生来源看，来自乡镇和农村的学生比例合计为３３％，这一比
例在重点大学略高，但相对于一般本科院校并不显著。

本文主要采用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职业获得和家庭收入三个变量
来衡量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我们修正了明瑟（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推算受
教育年限的方法（小学＝６年，初中＝９年，高中、职高、中专＝１２年，大
专＝１５年，本科＝１６年，研究生及以上＝１９年）。

８．使用ＩＳＥＩ＝Ｍａｘ（ＩＳＥＩ＿ｆａｔｈｅｒ，ＩＳＥＩ＿ｍｏｔｈｅｒ）函数得到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指数。

９．根据最近发布的各校２０１３年毕业生就业报告，这一比例与总体情况相当，可以佐证数据
的随机抽样质量。例如，北京大学２０１３年毕业生继续升学比例约为６９％，清华大学约为

８２％，参见《北京大学２０１３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和《清华大学２０１３年毕业生就业质
量报告》。

１０．如果有年级的追踪数据，涵盖继续升学群体学生就业的情况，我们就能推断总体情况。

与传统研究不同，在职业获得方面，我们将类别变量转换为连续变
量，并沿用吴晓刚（２００９）的方法，首先将调查中父母的职业转换成国际职
业分层标准（ＩＳＣＯ１９６８），再将这些职业标记上国际社会经济指数（ＩＳＥＩ）。

但与吴晓刚不同，我们没有直接使用父亲的职业变量，而是选取父亲与
母亲之间更高的一个。８同时，我们还控制了一些个体特征变量和高中变
量。从直观上看，有更多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进入北京的高校。值
得注意的是，进入北京高校的学生的高中成绩普遍较高（超过５０％的学
生高三排名在班级前１０％，这一比例在“９８５”院校中达到７４％），我们需
要去发现家庭背景有没有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出现学生分层。
家庭变量的均值在三类院校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前文已经讨论

过，高考选拔制度可能削弱了家庭的直接影响，但就读更好大学的学生
显然拥有更好的高考成绩，家庭社会分层对大学入学的影响可能是通
过成绩间接影响的。

我们发现，样本中约７０％的大四学生选择升学，９选择市场化部门就
业的学生比例高于选择非市场化部门的。受数据限制，本文的估计并不
能进行全国总体的推断，也不能进行２０１１年毕业年级的总体推断，１０只
能代表北京市高校学生本科毕业后即就业的群体的情况。
本文第二个研究问题的关键解释变量是教育质量，与常规研究中使用

师生比、经费等变量不同，本文采用问卷量表的数据构造了这一变量。在
问卷调查中，研发团队根据相关学生学业成果评估理论和组织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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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学质量五分量表，包括对教学内容、教师教学两个方面的评价，信效度
分析的结果良好，能够运用于本文的实证研究１１（见表２）。我们认为，这两

个量表的分数越高，说明院校的教学组织活动越具有“效率”倾向，教师的
教学行为就越具有“规范、学术”倾向，进而具有更高的教育质量。这一设
定在学校质量评估中较为常见，也被证明是对教育质量的较好测量（Ｂｒｙ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同时，我们还控制了学校的硬件设施和教学服务的分数。

１１．详细问卷参见北京市委教工委、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２０１１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
查（本专科生问卷）》。

１２．限于篇幅，这里不报告因子分析的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表２：２０１１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本专科生问卷）”摘要

问２１．请根据您的感受，评价所在高校的教学工作：
我所在高校的课程内容： 同意 不同意

１．注重（外语、数学等）基础知识的教育 ５　 ４　 ３　 ２　 １
２．专业基础理论课教学内容充实 ５　 ４　 ３　 ２　 １
３．教学内容有利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５　 ４　 ３　 ２　 １
４．能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动向 ５　 ４　 ３　 ２　 １
５．教学内容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 ５　 ４　 ３　 ２　 １
６．教学内容重视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５　 ４　 ３　 ２　 １
７．实践教学课程充实，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５　 ４　 ３　 ２　 １

问２２．请根据您的感受，评价所接触教师的教学行为：
我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师： 经常 从不

１．重视学生的出勤考评 ５　 ４　 ３　 ２　 １
２．课程教学目标清晰明确 ５　 ４　 ３　 ２　 １
３．课堂中加入互动环节，注重学生参与（提问、讨论） ５　 ４　 ３　 ２　 １
４．提供案例或事例讨论 ５　 ４　 ３　 ２　 １
５．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 ５　 ４　 ３　 ２　 １
６．让学生在课堂上完成独立研究的陈述 ５　 ４　 ３　 ２　 １
７．将修改后的作业反馈给学生 ５　 ４　 ３　 ２　 １
８．除考试之外，要求学生提交研究报告或读书笔记 ５　 ４　 ３　 ２　 １
９．课后向学生提供辅导答疑 ５　 ４　 ３　 ２　 １

　　本文并未简单地使用上述指标的均值，因为这样会导致权重的误
估。我们使用的是因子分析构造出教育质量的分数。１２从表１可知，

“９８５”院校具有更高的教育质量，符合我们的常识判断。同时，为了减
少个体汇报的测量误差，我们使用“学校—年级—专业”的均值。由于
数据并未在年级层面进行随机抽样，在估计大四学生群体时，不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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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可能导致偏差。我们也使用“学校—专业”的均值作为替代指标，
显然测量误差将导致对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的低估，真实的估计值应当
介于这两个指标的估计值之间。

四、社会分层对学生入学的影响

受谢作栩和王伟宜（２００５）、沈祖超和阎凤桥（２００６）等的启示，我们
采用陆学艺（２００４）１３对中国十大阶层的划分方法，将问卷中的父母阶
层与陆学艺（２００４）的划分相对应，分别计算首都三类高校的父母职业
阶层分布，并根据拟定的比例计算首都高校学生家庭所处阶层的辈出
率（见表３）。１４

１３．使用样本中各阶层所占比例除以全社会该阶层所占比例即是各阶层在各类高校的辈出率。

１４．问卷中有行政管理人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辅助人员、一般管理及
办事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工人、进城务
工人员、无业失业及下岗人员、其他等１４类。问卷中另有问项询问其他项的具体职业，通过
对数据的观察，基本属于受访者未将父母职业归类到前１３类，另有一些为不可信回答，因此
删除其他项的样本反而有助于我们得到更精准的数据。同时，我们观察到在其他项中填写
“教师”的样本约占７５％，我们将这一些样本归类到专业技术人员后发现对结果没有显著影
响。另一个问题是，在填答问卷时是“退休”状态的样本，我们很难观察到退休之前的职业阶
层，如果归于“无业”一类，将会导致有偏估计，同样删除这一类样本。

１５．值得注意的是，父亲为失业、无业者的阶层辈出率大于１，这可能与数据统计的是问卷当
时的职业状态有关，这部分样本可能在之前仍然是有工作的。

表３分别给出了北京地区普通高校学生的父亲职业阶层、母亲职
业阶层和父亲阶层辈出率的统计结果。１５从职业类型分布看，大学生父
母职业为农业劳动者的总体水平（父亲职业１８．２％，母亲职业２０．２％）
远低于全国水平（４２．９％）；具有同样表现的包括父母职业为产业工人
（父亲职业９．１％，母亲职业６．８％，全国１７．５％）和父母职业为商业服
务人员（父亲职业３．５％，母亲职业５．４％，全国１１．２％）的样本。
父母职业位于较高阶层时，学生家庭所处阶层的辈出率的总体水平

均大于１．０；当父母职业为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时，总体的辈出率水平
达到３．０以上；父母职业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时，总体辈出率则超过７．０。
在不同学校之间，较高父亲职业阶层的学生在“９８５”院校、“２１１”院校有更
高的辈出率，而较低父亲职业阶层的学生在普通院校的辈出率更高。从
辈出率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有更多处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家庭子女进入
了更好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说，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同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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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阶层之间是不同的，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
已进入大众化阶段，但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仍然对学生的高等教育获得
有重要影响，重点大学的学生更多来自那些父母受教育年限较长、职业
地位较高和家庭收入较高的家庭。

表３：首都不同类型高校学生家庭所处阶层的比例（％）及辈出率
城乡

无业、
（半）
失业

农业

劳动

者

产业

工人

商业

服务

人员

个体

工商

户

办事

人员

专业

技术

人员

私营

企业

主

经理

人员

国家

与社

会管

理者

全国 ４．８　 ４２．９　 １７．５　 １１．２　 ７．１　 ７．２　 ４．６　 １．０　 １．６　 ２．１
父亲职业阶层

　一本 ６．７　 １６．８　 １０．６　 ４．６　１２．４　 １３．６　 １１．５　 ４．３　 ５．９　 １２．１

　“２１１” ５．２　 ２０．０　 ８．０　 ３．０　１２．８　 １１．９　 １１．１　 ３．１　 ６．１　 １６．３

　“９８５” ４．８　 １８．０　 ８．１１　 ２．１　 ９．４　 １３．１　 １３．０　 ３．６　 ６．３　 １８．７

　总体 ５．７　 １８．２　 ９．１　 ３．５　１１．９　 １２．８　 １１．６　 ３．７　 ６．１　 １５．１
母亲职业阶层

　一本 １６．０　 １８．４　 ７．５　 ７．０　１０．１　 １６．６　 １２．６　 ２．６　 ４．５　 ６．０

　“２１１” １３．５　 ２２．１　 ６．４　 ４．４　１０．３　 １６．６　 １２．７　 ２．４　 ３．５　 ７．５

　“９８５” １１．８　 ２０．１　 ６．４　 ４．１　 ８．７　 １７．６　 １０．５　 １．８　 ４．２　 ８．０

　总体 １４．１　 ２０．２　 ６．８　 ５．４　 ９．９　 １６．８　 １２．２　 ２．３　 ４．１　 ７．０
父亲阶层辈出率

　一本 １．４　 ０．３９　 ０．６１　 ０．４１　１．７５　 １．８９　 ２．５０　 ４．３　 ３．６９　 ５．７６

　“２１１” １．０８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２７　１．８０　 １．６５　 ２．４１　 ３．１　 ３．８１　 ７．７６

　“９８５” １．０　 ０．４２　 ０．４６　 ０．１９　１．３２　 １．８２　 ２．８３　 ３．６　 ３．９４　 ８．９０

　总体 １．１９　 ０．４２　 ０．５２　 ０．３１　１．６８　 １．７８　 ２．５２　 ３．７　 ３．８１　 ７．１９

１６．值得注意的是，ＩＳＥＩ的系数值较低，但在指数赋值上，优势阶层（如官员、商人）比弱势阶层
（农民、工人）数值要高３０分以上，因此，ＩＳＥＩ对进入“９８５”院校的概率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１７．一个值得批评的问题是，由于四个年级入学年份不同，使用２０１０年家庭收入来衡量家庭
的经济状况，并估计对入学概率的影响，这个估计可能有偏。

　　这一部分估计社会分层对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影响。我们首先定
义样本的“９８５”院校为“精英大学”，表４中的模型（１）和（２）给出了二元

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２）控制了学生的高中变量。家庭社会经济
指数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父母处于更高职业阶层的子女有更大的概率进
入精英大学。１６父母的受教育年限系数为正，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对子女
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且大于父亲的影响。控制了高中变量后，家庭

２０１０年收入的影响反而为负（统计不显著），１７这可能与我们只比较样本
中的学生进入“９８５”院校的概率，而非针对所有的高中毕业生样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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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社会分层对学生入学的影响（Ｎ＝８　４２４）
Ｌｏｇｉｔ模型
“９８５”院校

（１） （２）

ＭＮＬ模型
“２１１”院校 “９８５”院校

（３）

Ｌｏｇｉｔ模型
重点高中

（４）

定序Ｌｏｇｉｔ模型
排名前１０％

（５）
个体变量

　男性 ０．２８２＊ ０．２６６＊＊ ０．５２９＊＊＊ ０．５９５＊＊＊ ０．０１６　 ０．１７３＊＊＊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汉族 －０．４２３＊＊＊ －０．４８１＊＊＊ －０．１１３ －０．５５０＊＊＊ ０．２０２＊＊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４） （０．１７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０）

　独生子女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６＊＊ ０．０３２　 ０．２２０＊＊ ０．２６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９）

家庭变量

　父亲教育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母亲教育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家庭ＩＳＥＩ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２０１０家庭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８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０
　收入对数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７）

　城市户口 －０．２３１＊＊＊ －０．２３４＊＊＊ －０．０２９ －０．２４７＊＊＊ ０．２６３＊＊＊ －０．１４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７）
高中变量

　理科 －０．０８９　 １．０２４＊＊＊ ０．５１４＊＊

（０．２０９） （０．２１６） （０．２３４）

　重点中学 ０．４０６＊＊＊ ０．５４１＊＊＊ ０．７２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７）
排名相对于＜７５％
　＞１０％ １．６８８＊＊＊ １．５８３＊＊＊ ２．５２２＊＊＊

（０．３３２） （０．３００） （０．３７１）

　＞２５％ ０．７５８＊＊ ０．８２３＊＊＊ １．１０７＊＊＊

（０．３４９） （０．２７９） （０．３８３）

　＞５０％ ０．３７３　 ０．２７１　 ０．４６７
（０．３７４） （０．２８１） （０．４０３）

　＞７５％ ０．３２９　 ０．２１６　 ０．４２９
（０．３９４） （０．３２６） （０．４２３）

常数项 －３．１２８＊＊＊ －４．０９６＊＊＊ －５．３０２＊＊＊ －６．１３０＊＊＊ －２．８５９＊＊＊

（０．５１６） （０．６０２） （０．５８９） （０．７３７） （０．３８５）

Ｐｓｕｅｄｏ　Ｒ２　 ０．０７５　　 ０．１１９　　 ０．１８７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９

　　注：１．所有回归模型包括了省份固定效应；
２．第五列的回归结果中，截距项分别为１．０７、－０．２３、－１．６５和－３．１１；
３．括号里报告的是“学校—年级—专业”水平上集聚的标准误；
４．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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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细致考察学生的家庭社会分层对入学的影响，我们在模型（３）
中使用“９８５”、“２１１”和一般本科的分类，并相应的使用多元Ｌｏｇｉｔ模型
进行估计。数据显示，结果仍然是一致的，家庭背景（父母教育、ＩＳＥＩ、
家庭收入）对学生进入精英大学（“９８５”、“２１１”）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假设优势阶层的ＩＳＥＩ平均高于弱势阶
层３０分，那么家庭ＩＳＥＩ所带来的０．３个对数比（ｌｏｇ　ｏｄｄｓ）的增长就相
当于学生高三排名从前２５％到１０％所带来的对数比（ｌｏｇ　ｏｄｄｓ）（２．５－
１．１＝１．４）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高考作为目前较为畅通的一种社会阶层流动工具，其主要的

选拔依据是高考成绩而非家庭所处阶层。模型（２）控制了学生的中学阶
段变量，结果表明，毕业于重点高中和排名靠前的学生有更大的概率进
入好大学。梁晨等（２０１２）认为，重点中学是学生进入重点大学非常重要
的通道，那么，我们担心的问题是，家庭的社会分层在中学阶段已经带来
了学生分层，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实际上只是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分层的
结果和延续。而家庭的社会分层的影响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对学生成绩
的影响；二是对成绩之外的因素的影响。

１８．在样本中，约有４９．６％的学生高三年级排名前１０％。

１９．控制了学校类型和文理类型过后，结果变化不大。

２０．如果要更准确地观察家庭的社会分层对子女的教育分层的影响，需要将三阶段的模型统一
起来，一个可能的方法是３ＳＬＳ。限于研究重点，本文未作进一步讨论。

模型（４）估计了学生进入重点中学的概率，我们的猜测得到证实，代
表社会分层的父母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经济资本（家庭收入）和社会
资本（ＩＳＥＩ）都非常显著地提高了子女进入重点中学的概率，处于社会优
势阶层家庭的子女更有可能接受优质的基础教育，进而提高接受优质的
高等教育的概率。模型（５）估计了样本中学生高三年级排名１８的影响因
素。１９我们发现，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对学生的成绩影响小于对学生进入
重点中学的影响，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来自
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在考试上能够取得更高的成绩。结合模型（４）和
（５），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家庭的社会阶层背景对子女进入更好
的大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成绩以外的东西。现行的教育机制似乎更倾
向于“精英循环体制”，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并不是最重要的体制环节，
它只是之前教育阶段的学生分层顺理成章的一个结果。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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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有越来越多的人
进入精英大学，学生在同一所院校的不同专业也可能出现分层现象。以
文科为例，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认为，经济学和管理学是最热门的专业
（在同一所院校中录取分数最高），那么就需要去观察是不是有更多社会
优势阶层的学生进入这两类专业。我们将经济学和管理学标记为虚拟
变量，使用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拟合，或者采用多元Ｌｏｇｉｔ模型（ＭＮＬ）对
每个专业进行回归，发现结果并不显著，社会分层变量并没有显著地提
高优势阶层子女进入热门专业的概率，而高中变量和成绩变量则对结果
有显著的正影响。一方面，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录取机制首先还是以
成绩为主；另一方面，与前面的结论相一致，高中阶段的学生分层比大学
阶段的要更显著。
本文针对家庭社会分层对高中和大学入学的不同影响的结果与吴

愈晓（２０１３ａ）使用ＣＧＳＳ　２００８数据得到的发现是一致的，虽然家庭社会分
层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这个阶段的影响较小（相应的，高考制度相对较
为公平），但主要是因为“前一阶段在重点学校就读对获得下一阶段重点
学校教育机会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有效维持不平等”（Ｌｕｃａｓ，２００１）的
教育体制中，尽管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但更有机会接受（优质的）高等
教育的仍然是来自优势社会阶层的学生。

五、教育质量对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既有的高等教育学生分层结构下，高等教育扩
张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社会分层（就业分层）有什么影响？这个问
题的逻辑是，扩张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而教育质量的变化对学生的就
业选择又产生影响。
如果高等教育能够提供较高的教育回报，那么来自弱势阶层的学生

将会有机会进入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从而促进社会流动。相反，如果扩
招降低了高等教育回报，学生的职业选择还是来自家庭的社会分层的影
响（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ａ），那么扩张政策就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使用多元无序Ｌｏｇｉｔ模型来估计高等教育质量对学生就业分层的

影响。根据甘泽布姆等（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的框架，进入不同的工作行
业最终带来不同的职业社会经济指数，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学生在毕业时
选择的工作去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的社会分层。陆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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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
状况为标准”划分阶层的理论框架，对照其提出的十大阶层，本文使用的数
据所采用的“国企、外企、私企、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分类与之高度对应。本
文还将对就业起薪进行分析，作为“经济资源”维度的补充。２１

２１．李黎明和李卫东（２００９）估计了父代职业地位对子代职业地位的影响，他们使用“省市级
及以上党政事业单位储备干部、企业管理储备干部、创业／回自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暂未就
业”五种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职业层次，但与本文的分析逻辑是一致的。感谢匿名审稿
人对此进行的深入讨论。

２２．此外还有“其他”选项，通过对“其他”项的观察，绝大多数的答卷填写的是“无业”，我们删
去了这些样本。

问卷询问了毕业生已确定的去向，有“继续升学”、“国企”、“外企”、
“私企”、“政府”和“事业单位”五类。２２我们采用 ＭＮＬ模型，以“继续升
学”作为对照组，只需要比较不同去向之间的系数值大小即可得到教育
质量对毕业生不同就业去向的影响（见表５）。两种教育质量的衡量指
标给出了一致的结果（系数符号和大小）。
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教育质量与进入政府、事业单位等非市

场化（“体制内”）部门的概率负相关，与进入到市场化部门的概率正相
关（相对于非市场化部门，而非继续升学）。
我们还能得到一些有趣的结论。在控制学校特征后，家庭的社会分层

对子女的毕业去向似乎没有显著影响。考虑到家庭的社会分层已经显著
地影响子女的教育分层，学校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家庭特征解释。
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就具有越高的概率进入市场化部门；家庭社
会经济指数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家庭收入越高，子女就具有越低的概率
进入外企工作；具有城市户口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私企、外企等。
在不同的就业去向之间，男性更有可能进入政府部门和国企。与

直观认识不一致的是，党员和学生干部并没有更大的概率进入政府等
体制内部门，这可能存在自选择的估计偏差。
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汉族学生进入政府部门的概率

与少数民族学生没有显著差异，而汉族学生具有较大的优势进入外
企、私企。这与吴晓刚、宋曦（Ｗｕ　ａｎｄ　Ｓｏｎｇ，２０１４）的研究结论相似，
他们认为汉族学生比维吾尔族学生有更大概率进入优势部门，而维
吾尔族学生等少数民族更多在弱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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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大学教育质量对学生就业分层的影响的多元Ｌｏｇｉｔ模型（Ｎ＝１　１０５）
（１）

国企 外企 私企 政府

（２）

国企 外企 私企 政府

教育质量１ －０．９２２＊－１．１９０＊＊ －０．４４１－１．８２８＊＊＊

（０．５２８）（０．５５４） （０．４１７）（０．５２３）

教育质量２ －０．２０７ －０．７３７ －０．２５０ －０．８５７＊＊

（０．５３８） （０．５９５） （０．４２３）（０．３６７）

个体变量

　男性 ０．４６５　 ０．４９４＊ ０．１１５　 ０．７２４＊＊＊ ０．４３７　 ０．４７４　 ０．１０３　 ０．６９０＊＊＊

（０．３１２）（０．２８８） （０．２８９）（０．２４８） （０．３１９） （０．２９０） （０．２８８）（０．２５１）

　汉族 －０．２８２　 ０．７３０＊ ０．３６０－０．０２２ －０．２６３　 ０．７６２＊＊ ０．３６９　 ０．０２８
（０．４００）（０．３７３） （０．３７４）（０．４１２） （０．３９５） （０．３７６） （０．３７６）（０．４１０）

　独生子女 －０．３３３ －０．２０１　 ０．０８２－０．１１９ －０．３３４ －０．２０８　 ０．０８１ －０．１３２
（０．３７０）（０．３４０） （０．２９６）（０．２８８） （０．３６６） （０．３３７） （０．２９４）（０．２８１）

　党员 －０．０７９　 ０．３６４　 ０．４８２＊ ０．２７９ －０．０５９　 ０．４０７　 ０．４９７＊＊ ０．３３０
（０．２７５）（０．２５４） （０．２５３）（０．２３４） （０．２７４） （０．２５３） （０．２５３）（０．２３２）

　学生干部 －０．３０９　 ０．１０３　 ０．１５２－０．０３７ －０．３１４　 ０．０９６　 ０．１５０ －０．０４６
（０．３２０）（０．３００） （０．２９３）（０．２６３） （０．３２２） （０．３０２） （０．２９４）（０．２６４）

家庭变量

　父亲教育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１）（０．０５１） （０．０４５）（０．０３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５）（０．０３７）

　母亲教育 －０．０５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９－０．０３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７）（０．０５１） （０．０４９）（０．０４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９）（０．０４６）

　家庭ＩＳＥＩ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家庭 －０．１２８ －０．２３９＊ －０．１０５－０．１６５ －０．１３５ －０．２４７＊－０．１０８ －０．１７６

　收入对数 （０．１５５）（０．１４４） （０．１１６）（０．１３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４） （０．１１７）（０．１３２）

　城市户口 －０．２２７ －０．０７４　 ０．２４６－０．０７５ －０．２３４ －０．０７９　 ０．２３５ －０．０８１

（０．３３３）（０．２８０） （０．２５９）（０．２９３） （０．３３２） （０．２７８） （０．２５９）（０．２９２）

常数项 ２．９３４＊＊ １．４６３ －０．５５５　 １．９８８　 ３．０７６＊＊ １．６０７ －０．４９０　 ２．１６２

（１．４５９）（１．５５３） （１．３１１）（１．３５５） （１．４８１） （１．５７７） （１．３２４）（１．４０１）

　　注：１．因变量对照组为“继续升学”；
２．控制了学校、专业的固定效应；
３．括号里报告的是“学校—年级—专业”水平上集聚的标准误；
４．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６给出了教育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在“９８５”、“２１１”等精英院校中，
教育质量对学生的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更高的教育质量与更高的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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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大学教育质量对学生就业分层的影响多元Ｌｏｇｉｔ模型（Ｎ＝１　１０５）
（１）

国企 外企 私企 政府

（２）

国企 外企 私企 政府

教育质量１ －０．９８９ －１．０６８ －０．８３３ －０．９３５
（０．７３４） （０．７０４） （０．５７０） （０．５７６）

“２１１” ０．２８８ －０．２０６ －０．４７３ －２．９９５＊＊＊
（１．６３１） （１．９１７） （１．３４９） （１．００７）

“９８５” ０．３０６ －０．５６３　 ０．８６１ －１．０１１
（１．１０２） （１．２２１） （０．７５３） （１．１５３）

教育质量２ －０．２２１ －０．６９３－０．９０７＊ －０．１１３
（０．７１５） （０．７９４）（０．５４３） （０．４５６）

“２１１” －０．５０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９２ －１．９３９＊＊＊
（１．１１７） （１．４０３）（０．９８８） （０．７２２）

“９８５” ０．８１８ －０．１３４　 １．６４６＊ －０．８３０
（１．０１８） （１．２７６）（０．８８３） （１．２３７）

　　注：１．因变量对照组为“继续升学”，交互项的对照组是一般本科；
２．控制变量与表５中相同；
３．括号里报告的是“学校—年级—专业”水平上集聚的标准误；
４．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由于毕业去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完全体现学生个人的
意愿和偏好。我们使用所有年级的样本，估计了组织转型对学生毕业
去向意愿的影响。同时，毕业去向意愿可以涵盖大部分本科毕业后就
读研究生群体的意愿。表７给出的回归结果与前文非常类似，统计显
著性得到提高，增加了我们结论的稳健性。表８给出了教育质量与学
校类别的交互效果，在“９８５”、“２１１”院校中，教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外企、
国企就业的意愿正相关。
表７：大学教育质量对学生就业意愿分层的影响多元Ｌｏｇｉｔ模型（Ｎ＝７　６４３）

（１）

国企 外企 私企 政府

（２）

国企 外企 私企 政府

教育质量１ －１．００７＊＊－１．０１４＊＊ －０．０８１－１．８２４＊＊＊
（０．５０３） （０．４６５） （０．４６１）（０．５５９）

教育质量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　 ０．２１８ －０．４４９＊＊
（０．１９２） （０．２０８）（０．２５７） （０．２１５）

　　注：１．对照组为“继续升学”；
２．控制变量与表５中相同，常数项省略；
３．控制了学校、专业和年级的固定效应，括号里报告的是“学校—年级—专
业”水平上集聚的标准误；
４．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六、进一步的讨论

在前一部分，我们使用职业选择作为就业分层的变量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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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大学教育质量对学生就业意愿分层的影响多元Ｌｏｇｉｔ模型（Ｎ＝７　６４３）
（１）

国企 外企 私企 政府

（２）

国企 外企 私企 政府

教育质量１ －０．５８２＊－０．７６２＊＊ ０．４４３ －０．３６４
（０．３１０）（０．３６４） （０．３８８） （０．３４６）

“２１１” ０．２４６　 ０．６９４ －０．５３２ －０．１２０
（０．５１０）（０．６２７） （０．６０８） （０．６３０）

“９８５” ０．３４８　 １．３７９＊＊＊－０．８１２ －０．５１２
（０．４６３）（０．４８９） （０．６１９） （０．４９３）

教育质量２　 ０．１５５ －０．３０７　 ０．７４２＊ －０．１１９
（０．３２８） （０．３１２） （０．３９５） （０．３４２）

“２１１” －０．１６２　 ０．８０５ －０．６７５　 ０．０３８
（０．５００） （０．５１０） （０．４９１） （０．５４３）

“９８５” －０．２５３　 ０．６３０ －１．３７１＊＊ －１．１５７＊＊
（０．４３４） （０．４５０） （０．５８１） （０．４５８）

　　注：１．因变量对照组为“继续升学”，交互项的对照组是一般本科；
２．控制变量与表５相同，常数项省略；
３．括号里报告的是“学校—年级—专业”水平上集聚的标准误；
４．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因为在任意一个就业方向，同样都会有分层，所以，我们实际上并不完
全是估计的教育质量对学生离开高等教育系统过后的社会分层的影

响。根据陆学艺（２００４）的分析框架，为了得到更稳健的结论，我们使用
另外一些变量进行估计。

（一）教育质量对工资的影响
因为收入是衡量社会经济条件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认为，更高的

工资与更高的社会阶层相关。由于对样本中的工资收入数据有上下删
截，所以更适合的模型是Ｔｏｂｉｔ模型。同样，我们控制了个人特征、家庭
特征和院校特征（见表９），其中模型（１）和（２）分别使用两个教育质量的
指标。考虑到这两种指标分别对结果的高估（１７．５％）和低估（６．６％），实
际影响约为１０％。考虑到三类学校（“９８５”、“２１１”、一般本科）的教育质
量平均分数约为０．１８、０和－０．１，教育质量的差异实际上也是反映三类
学校的分层。李宏彬等（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ｂ）把“２１１”院校定义为精英大学，
发现其带来１０．７％的工资优势，这与本文的估计一致。

（二）教育质量对学生自主创业态度的影响
在经济转型中，我们认为，有两种激励会导致个人参与自主创业：

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由于资源的易得；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人认为
市场经济会对智力和个人奋斗给予回报。在问卷中，因变量是一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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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大学组织转型对学生起薪、学生自主创业／基层就业态度的影响模型
Ｔｏｂｉｔ模型
就业起薪

（１） （２）

定序Ｌｏｇｉｔ模型
自主创业 就业态度

（３） （４）
教育质量１　 ０．１７５＊＊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３）
教育质量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８）
个体变量

　男性 ０．０８５＊＊ ０．０９０＊＊ ０．３３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７）

　汉族 －０．１５３＊ －０．１６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８）

　独生子女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９ －０．２３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０）

　党员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３ －０．３０６＊＊＊ ０．１９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５７）

　学生干部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６）
家庭变量

　父亲教育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母亲教育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家庭ＩＳＥＩ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２０１０家庭收入对数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３７ －０．１１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城市户口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７）

截距项１ －１．６９１＊＊＊ －２．８３８＊＊＊

（０．２８０） （０．２９１）
截距项２ －０．６１６＊＊ －１．４６９＊＊＊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９）
截距项３ ０．５１０＊ ０．１６７

（０．２８１） （０．２８８）
常数项 ７．３６０＊＊＊ ７．３５７＊＊＊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６）

Ｎ　 ４５９　 ７　２５２
　　注：１．模型（１）和模型（２）上下删截值为１　５００和３０　０００，最终下删截了２１个观
测值；模型（３）和模型（４）因变量皆为“认同”到“不认同”的四分量表；
２．控制了学校和专业的固定效应；
３．括号里报告的是“学校—年级—专业”水平上集聚的标准误；
４．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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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到“希望”的四分定序态度问题。我们使用定序Ｌｏｇｉｔ模型
（见表９）估计了组织转型对学生自主创业态度的影响。
从表９的模型（３）可知，尽管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更高的教育质量

与更积极的自主创业态度相关。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选择自主
创业的态度就越消极，这是否意味着教育使人更加风险规避？这是一
个有意思的问题。家庭社会经济指数对自主创业态度并没有显著的影
响；来自于高收入家庭的子女和男生更倾向于选择自主创业，而独生子
女和党员更倾向于规避风险。

（三）教育质量对学生基层就业态度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是，基于“精英循环体制”的假设，我们认为，来自优势

社会阶层家庭的学生更不倾向于基层就业（村官、支教、西部志愿服务
等）。这同样是一个“从不希望”到“希望”的四分定序态度问题。
表９的模型（４）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家庭社会

经济指数、家庭收入都显著降低了学生基层就业的可能，这也暗示着来
自更高职业阶层家庭的子女的消极的基层就业态度；党员和学生干部
具有积极的态度；教育质量越高，学生越具有积极的基层就业态度。
受数据的局限，本文还有一些值得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改进的地方。
首先，这不是事前（高考前）的随机抽样数据，而是我们根据已经形

成的学生分层分布进行的反事实推断，可能会带来结果的有偏估计，比
如，可能会高估来自农村地区学生的社会阶层流动。在本研究中，我们
只使用了普通高校学生的调查数据，而没有纳入高职和高专的数据，毕
竟如今高等教育的扩张越来越依靠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来完成。如
果只看到精英学校对学生社会分层有显著影响，并据此推断整个高等
教育系统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可能会过高估计其作用。由于数据调查
时间的限制，缺少完整和确切的毕业生数据，如果采用毕业生调查数
据，可能会更好地描述就业分层的状况。
此外，我们使用“教育质量”变量是学生的主观评分，可能会出现内

生性问题，但可以使用外生的政策变动等变量进行修正。只有一个时
点的调查数据，并不能完整地刻画１９９９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分
层的动态关系，尽管我们努力从理论和历史事实上说明这一阶段的扩
招很有可能降低了高等教育质量。
同样的，我们还缺少学校层面的组织转型数据，如学校升格、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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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管理部门转型等，这使得我们在实证分析时只能控制不同类别院
校的差别，而不能控制同一类别院校间的差别。在数据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控制院校之间的组织转型差异，从而更加
准确地估计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校组织转型对学生分层的影响。
我们还关心的问题是，来自于弱势社会阶层的学生如果突破重重阻碍

进入精英大学，扩招对他们有何影响？一个直觉的方法是加入教育质量和
家庭背景的交互项，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显著的差异。自选择问题可能带
来估计偏误，这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此外，毕业生职业选择的结果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本文控制了一系列个体、家庭和学校变量，以
期控制可以观测的变量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比较了求职意愿和求职结
果的回归结果，相似的结果可以作为较小自我选择偏差的佐证。
另外一个局限是，使用的数据只有毕业生的就业分类，而非分层，

如果有更准确的分层数据，社会流动的研究者们就可以更好地估计高
等教育扩张对学生就业分层的影响了。

七、小结

本文利用社会分层理论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现象，在现
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描述高等教育过程对学生的职业

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的情况下，通过实证研究试图回答高等教育扩
张是否强化了社会阶层复制的问题。
我们运用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和多元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背景

对高等教育学生分层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首都高校间出现了学生分层，来
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具有更大的概率进入精英学校。高考仍然是
目前重要的教育阶层流动的工具，分数是学生进入好学校和好专业的首要
条件。我们发现，家庭的社会阶层对子女的教育分层的影响在中学教育阶
段更明显，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有绝对优势进入重点中学或者示
范性中学。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高等教育学生分层只是教育领域的社
会分层的一环，只依靠高等教育不能彻底解决阶层流动固化的问题。
接下来，笔者使用多元Ｌｏｇｉｔ模型、定序Ｌｏｇｉｔ模型和Ｔｏｂｉｔ模型

分析后发现，在控制家庭的社会分层背景和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高等教
育质量与学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进入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意愿、工作
起薪、自主创业和基层创业的积极态度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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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感到隐忧的是，如果高等教育扩张使高等教育更具有“合法性”
而非“效率”，进而带来教育质量的下降，２３那么，高等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
的促进作用将会被削弱。在中国的社会分层背景下，如果说高等教育扩张
带来的是“文凭缩水”（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　ｖａｌｕｅ），那么这一轮的扩张实际上就削弱
了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作用，而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复制。这给我们带来
的启示是，着眼于通过规模扩张，而不是质量提高的高等教育发展策略，并
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２４梁晨等（２０１２：１１８）的研究表明，只依靠扩大招生名
额，“最后名额只会流入城市，而提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的辈出率，对提高
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并没有帮助”。与之类似，王蓉（Ｗａｎｇ，２０１４）在讨论中国
政府在高等教育扩张中采用的“抢占制高点”的策略时也认为，来自社会优
势阶层的子女在这一策略和政策实施中更多获益（进入精英大学）。

２３．类似的质性材料比比皆是。在一篇访谈中，刘道玉认为“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参见：方
可成，“刘道玉：一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南方周末》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日）。以及众多针对政
府官员的提问中，“高等教育质量是不是下降了”的问题也屡见不鲜。

２４．教育部于２０１２年３月发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稳定规
模，保持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相对稳定，高等教育规模增量主要用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及扩大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这意味着始于１９９９年的
高校本科扩招的结束，但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２５．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２０１２年１
月９日发布２０１１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
‘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２６．参见：鲁昕（时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２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发言
（ｈｔｔ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３２２／ｎ３９７０３９０５９．ｓｈｔｍｌ）和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１９号。

从上述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更高的高等教育质量应当对社会阶
层流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只依靠精英高校解决社会阶层流动
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推动一般本科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的组织转型，
改革教学内容设计，改善教师的教学行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以打破
“趋于定型的社会结构”。２５在２０１２年停止高校扩招两年以后，中国政
府宣布对高等教育进行结构调整，在现有近２　５００所高等院校中，将有
１　６００—１　７００所高校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淡化学科而强化专
业，调整的重点是１９９９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６００多所地方本科院
校。２６这两个政策调整符合本文依据实证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但效果
如何，还需要更多、更好的研究进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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